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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应用
********************************************************************
来开辟石头地 — 宣道会早期来华宣教之策略


简国基
(建道神学院道基督教研究硕士学生)
	引言
在宣道会百周年的纪念培灵会上，滕近辉牧师祈祷说：「主呀！求你帮助我们持守这属灵的遗产。」。[1] 宣道会的遗产不单是神学理念上，也在生命和历史事实上。想到百多年前一班满腔热血的西教士来到我们华人的国土，为的是叫我们中国人得闻福音，实在令笔者肃然起敬。因此身为宣道会会友，笔者盼望在这专文中，讨论宣道会早期在中国所采用的宣教理念和策略。最后，更希望找出今代华人信徒如何应用这些「宣道」精神和智能在21世纪的宣教事工上。效法先贤，在「白日」为主多作工。本文将会探讨宣道会在1945年之前于全中国的工作。历史资料主要来自宣道会总会或会友的历史记录、宣教士传记和少量宣教史家的评论。
 
1.        宣道会的历史背景
上帝在1726年后，为美洲殖民地预备了两次属灵「大觉醒」，这对以后的海外差传事工带来很大的影响。到了1917年，宣教已成为美国教会「热门」和「正统」的事工。[2] 受到当时的复兴气氛和福音布道领袖的影响，宣信博士 (A. B. Simpson, 1843-1919) 强烈意识到神爱世上所有的人。[3]因此，他认为「使未信者跟耶稣建立个人关系」绝对是教会的首要目的。[4] 1881年，宣信辞去优薪厚职的贵族教会牧职，并开展平民福音工作，以行动实践他的领受。[5]
 
1887年，基督徒同盟会 (Christian Alliance)成立，以聚集有心志宣教的信徒作交流团契。[6] 同年，福音宣道联盟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也相继成立，致力于北美本地和国外布道宣教工作。[7]1897年，宣信合并了两个机构，创办了一个福音志愿组织，意译为「基督徒与宣教士同盟」(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便是今日的「宣道会」)。[8] 当时宣道会的宪法记载了两个重要的组织特质：第一，这会乃非宗派的，是特别注重传福音给未听闻福音的人；第二，这会须致力从事传遍福音于世界最被忽略的地方。[9] 虽然宣道会跟中国内地会非常相似，但是小小的宣道会却从未局限工作在一个国家之内。[10]
 
请留心，宣信原意是成立一个协助众教会和信徒实践大使命、分工合作的跨宗派组织。[11] 虽然后来因事工需要关系，最终成为今天公认的宗派—「宣道会」。因此，我们应称早期宣道会的事工是一个推动海外和本土福音工作的跨宗派宣教运动。[12]
 
2. 来华异象之孕育、推动与执行
宣道会来华不但是福音需要的关系，更因为宣信在1878年领受传福音给中国人的特别「异象」。[13] 虽然宣信一生也未有成为中国人的宣教士，但是他却成为这异象的推动者。[14] 透过聚会、宣教杂志和宣教学院，宣信把四重福音和世界的福音需要传播出去。[15]
 
卡斯迪（William Cassidy）医生是其中一位受感动的信徒。在纽约宣道会宣教学院(即今日之奈亚神学院)完成训练后，卡医生随即在1887年尾乘船到中国传道。[16] 在船上他为了争取机会跟底下阶层的中国人接触，不幸染上天花。次年，于日本横滨病逝，成为宣道会第一位殉道的宣教士。[17] 虽然，卡医生未曾踏足中国土地，但是他却打开了宣道会来华的第一页。而且，收拾丧偶心情后的卡师母更于同年再临中国，成为首批到达中土的宣道会宣教士，承继卡医生之遗愿。[18] 另外，很多人也被他们感人的事迹所激励，而加入了艰辛的中国福音工作。
 
最初，宣教士以华中安徽芜湖为基地，发展各方事工和训练新来的宣教士。后来经过考虑，宣道会曾多次把资源转换到「福音未得之地」。[19]教会史家来德里（Latourette）对早期宣道会在华的工作有以下的评语：
「十年后，宣道会的代表已在安徽、湖北、湖南、甘肃的藏区边缘、山西、蒙古、广西、北京、上海及天津出现。除了安徽和最后三个城市外，其余都是宣教工作最难开展的。虽然前已有最少三个差会尝试，宣道会大抵是第一个能在广西建立永久根据地的更正教差会。」[20]
虽然宣道会在华的工作没有数字上的惊喜，但是这种石头地的开拓精神却令人敬佩。难怪来德里也称赞早期宣道会宣教士为「坚贞笃信之士，勇敢无畏，彻底舍己」。[21]
 
3.       宣道会之属灵内功心法
四重福音的强调—信息之源
在宣信所作的诗歌中，他宣称惟独耶稣是「我们的信息」。他指出基督是拯救之主、我们成圣之主、医治之主和我们等候再来之主。[22] 这四重福音不是福音的全部，而是今日基督徒所遗忘的。[23] 而且，这不单单是神学的反省，也是宣信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加上他对基督再来的盼望：
「二十七年前，我在暗中摸索，灰心绝望有十月之久，有一天我从那黑暗的河流出来，单单接受耶稣相信衪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就得救重生了。大约十二年前，我进入更深的经历里面，又接受耶稣相信衪使我成圣，作我的圣洁。多年来我传扬耶稣，事奉衪，仰望衪。四年前衪指示我说，衪的旨意乃是作我完全的救主，救我灵魂，医我身体，作我医生」[24]
当然很多基督徒也赞同基督是拯救和再来之主，但是宣信对成圣和神医的看法却带来不少的批评。[25] 对宣信来说，「成圣」是从神获得的，人唯一能做的只是完全甘心地奉献与神。[26] 「成圣」不是指任何一样外显的恩赐，而是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27] 对于「神医」，他相信这是基督「代替我们的软弱」。人要肯定基督能医治疾病，正如衪能赦罪一样。[28] 他所指的是人与「医治之主」作真正的接触，而且顺服在衪的主权之下的关系。[29] 因此，宣教士在工场行使神医和神迹奇事绝对是主同工的作为，因为他是我们身心灵「全备的耶稣基督」。[30] 但是最后，我们要记得宣信提醒我们，宣道会「不是教导特别的神学」，而是要「高举耶稣基督，一切在基督里，基督乃一切的一切」。[31] 基督自己才是「四重福音」的重点。
 
圣灵工作的强调 —能力之源
宣道会前身组织的指引中，强调圣灵在宣教工作上的引导和主权。[32] 而宣信在《上面来的能力》一书中，更把新约书卷中每一个圣灵的教导作出详细的研究。并且，他建议信徒应学效主基督等候「上面来的能力」，用圣灵的能力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33] 为了让人正确地了解这「能力」，他再指出「圣灵有能力，而你有圣灵」，衪同在的时候我们便「获得并保持这能力」。[34] 人不能为满足自己而寻得这能力，而是为了完成主所托付的事工。[35] 换言之，这就是与圣灵这位能力赐予者合作无间的关系。
 
福音传遍、迎主再来 —动力之源 
宣信接受记者访问时，曾指出他深信当福音传遍天下时，基督便会再来（太二十四14）。[36] 因此，信徒可以用福音工作加速主的再来，并准备迎接荣耀的君王。[37] 信徒若盼望「主再来」，就应负起将福音带到所有国家的责任，让每个人也有机会听闻并接受救恩。[38] 再加上他的前千禧年观，令他要求信徒惊醒，并尽力「传扬福音」而准备迎接救主的速速再来。[39] 这种观念促使早期宣道会的工作多以直接宣讲基督为主，而不重视以社会服务为福音桥梁的方法。并且，这份迫切感也引发海外宣教事工上的急速发展，尤其是在被忽略的群体之中。[40]
 
虽然，以上讨论的理念的确衍生出宣道会特有的宣教策略。但是宣信一再提醒我们，宣道会的主要使命并不是「宣传特别的道理」，而是「救人的灵魂，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41] 这种「实干式」的事奉态度，当然也是宣道会遗产之一！
 
4. 宣道会来华两位关键人物
宣信博士 —异象推广者
每当人想起宣道会，便想起宣信博士。正如上文所述，他深深地影响和指引宣道会的神学、事工、组织和其它各方面事工的开展和发展。宣信的讲道极其出色，并以火热有力见称。[42] 甚至慕迪先生也说：「每逢我心灵里感觉需要力量的时候，我就找出时间去听宣信博士讲道」。[43] 更有人称他「把宣教士工作讲得最动听的第一个人」。[44] 另一方面，宣信也深明白文字工作能有效地唤醒信徒响应宣教的呼声。因此，他编写了七十多本书、三百首诗歌和编辑多本宣教杂志。[45] 宣道会的理念和事工需要就是透过这一位有属灵魅力的推广者，渐渐被各教会信徒所认识，甚至支持和参与。
 
此外，来德里认为早期在纽约福音会幕堂（Gospel Tabernacle）的事奉已经证明宣信是位一流的组织人才。[46] 从他组成宣道会、多方宣传推广、成立宣教训练学校和组织各地宣教事工等功绩来看，这称誉的确是没有夸大。[47] 虽然宣信终身也没有成为长期宣教士，但神却用他影响了不少的人。他忠心地在后方策划事工，并鼓励了许多信徒响应这世界宣教的需要。
 
翟辅民牧师 — 差传政治家
林证耶牧师称翟辅民牧师（R.A. Jaffray, 1873-1945）是「和宣信博士同一个铜模铸出来的器材」。[48] 二十岁时，出生富裕家庭的翟氏受到宣信的影响献身事主，并于宣道会宣教士学院受训。[49] 从此他承继了「四重福音」的真理和对拯救灵魂的迫切、务实态度。[50] 1897年，翟氏被宣道会差到华南广西，开始了他四十七年在远东的宣教事奉生涯。[51]
 
翟氏为人有量度，处事机警，并富有外交天份和能言善辩之才。[52] 先后在越南和峇厘的开荒，他就是运用口才和智慧，打开了这两个福音禁区的大门。[53] 翟氏有独到眼光和办事精明等政治家风范，使他被人称为「差传政治家」。[54] 除宣教工作外，翟氏一生至力于神学教育和文字工作。他曾先后两次出任梧州圣经学校的校长。[55] 而且，他创办宣道书局，并于1913年开始亲自编撰《圣经报》造就华人教牧及信徒。[56]
 
谦和的翟氏也是一位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和容人之量的领袖。[57] 宣道会能落实教会的实权交付华人，切实执行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是始于翟氏。[58] 他尊重华人教会自立的权利，力排众议，盼望尽早授予华人主导的角色，并愿意陪同协助。[59] 于1928年，五十五岁的翟氏更鼓励华人投身宣教，成立差传组织。[60] 他坚拒担任领导角色，并以「三顾草芦」之法让贤给王载牧师。[61]
 
翟氏曾坦白说过「与其要我坐在写字间里发号施令，倒不如让我跑到前方为多抢救灵魂作点事」。[62] 这绝对不是空话，事实上翟氏经常亲自到乡村作布道工作，[63] 并且事奉时每每出钱出力。[64] 他顾念未得之民，而且深爱中国人。翟氏曾深情地说「若是神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做中国人。我现在是英国人，那不是我的错，乃是神的旨意」。[65] 可能正因为这份从基督而来的爱，他一生也用心栽培中国人，愿意成为华人的真正「宣教伙伴」。
 
4.        宣道会早期在华宣教策略
以下笔者会尝试从历史中整理出宣道会头五十多年在华使用过的主要策略，并加以讨论。最后，笔者会就当时的情况和形势，对整体策略作出简单评估。
 
征兵练兵策略 —呼召天国精兵
宣信相信本土的福音工作是宣教的准备，但当然海外有着很大的需要是不容致疑的。[66] 宣道会的运动在北美吸引了不同教会中的「精英」、「有心人」参与。[67] 1892年，宣信亲自到中国广州视察，并看见这省份内的福音需要。于是返美后，立即竭力呼吁召集一百位宣教士。其中先后回应的有李富枝牧师夫妇、翟辅民牧师、高乐弼医生、霍济群牧师与陈法言牧师等。[68] 他们都是爱神、爱中国人之辈，并且是自愿接受征召入伍的「天国精兵」。所以面对早期开荒的艰巨工作也能勇敢无惧，而且竭尽所能。另外，宣道会也在纽约设立了一所宣教学院以训练这班基督传教士，让他们能在世界未得之民中开展福音工作。[69] 并且，西教士来华后他们也需要接受中国工场的训练。[70]
 
未得之地策略 —开辟石头地
宣道会在华的工作遵循了宣信的教导，多对准「被忽视的」和「别人未有工作的」未得之地。[71] 梁家麟牧师对宣道会早期工作有以下的评估：
「若是已有相当数目的其它差会在这地区工作，宣道会便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为了贯彻向未得之地传教的理想，愈偏远的地区、对福音的反应愈差的社群，便愈是他们立志驻足发展的地方，……」[72]
事实上，宣道会进入了多个未有宣教工作的离岸省份，尤其是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之前。[73] 宣道会对工场的取舍是因应福音传到与否为主要考虑，而不是当地对福音的反应，更不是谈果效。例如，在甘肃的藏人、回民福音工作的开展。[74] 1896年在广西梧州的艰苦开荒工作。[75] 1922年秋天，宣道会经过工场探讨后进入未闻福音的安徽南部山区。1923年为湖南、湖北和四川贵州内十二个县内的未得之民开办了三个基址。[76] 这些都只是点滴的事例而已。那份不断开荒、为未得之地迫切的态度正是宣道会打正旗号的「开辟石头地精神」。
 
基地重点转移策略 —重点发展
最初，宣道会以华中长江沿岸的安徽芜湖为根据地，并用作传教总部。[77] 宣信前往华中视察后，决意以比较内陆的湖北武昌为跳板，藉以发展佛教区域湖南并藏区之工作。[78] 1910年，总部正式迁至武昌，并且传教士专注发展广西、山西与内蒙的工作。[79] 1921年李保罗牧师（Paul Radar）视察后，决定将宣教重点再转到贵州四川边界的川黔区。[80] 以一个成立不久的小差会来说，资源有效地被运用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在开发未得之地的大前提下，宣道会算是成功地把资源聚焦于急需福音的地区上。当然，转移必定带来原先工场的亏损。但是从有更多华人得闻福音的角度看，这绝对是值得的。
 
谷仓策略 —建立教会
早期宣道会教士多以巡回布道、派单张及卖福音小册为开荒布道之法。[81] 同时透过巡回各地，宣教士更可搜集当地资料加以分析，用来评定以后进一步的宣教工作或设立福音据点的可行性。[82] 翟牧师本人也喜欢作露天布道。藉以讲解真理和唱诗歌，并同时以卖福音书和分发单张作布道工具。到了时机成熟之时，他便协助信徒成立布道所或福音堂。以后，再加以栽培造就，直到成立教会。[83] 就如农夫把收成放到谷仓，林安国牧师称它为「谷仓策略」。[84]
 
妇女动员策略 —迎合妇女事工
1888年，三位美国女士踏足中国，成为宣道会第一批真正来到中土的宣教士。[85] 跟据宣道总会的资料，直到1890年宣道会三分一的海外工人都是女性。[86] 其中必定包括如高乐弼夫人一样的，受到宣信激励而投身宣教的女性。[87] 妇女在宣道会动运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当时守旧的中国社会中，女教士和女信徒成为接触中国妇女的重要福音媒介。[88] 再者，因当时仍然存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令女孩子苦无出路。因此，西教士开设的女院校吸引了不少中国女子就读，成为了福音的接触点。[89] 而且透过女圣经学院，本土有潜质的女信徒更可成为女教士有力的好「战友」。[90]
 
文字传媒策略 —协助信息扩散
宣信本人是一个多产的写作家。[91] 身为《多伦多日报》老板之子的翟牧师，也深明文字工作在宣教上的重要性。因此，1911年他在梧州创立了宣道书局，以印刷出版单张、小册子、属灵书藉供应省内宣教和教会工作的需要。[92] 其中，1913年创刊的《圣经报》造就了许多在中国及海外华人教牧及信徒，使他们得到合适的属灵喂养。[93] 这报刊以教导圣经知识和对外宣传福音为主。[94] 宣道书局多年来更出版了不同的中文属灵书籍，造就了各方的信徒，对中国的弟兄姊妹影响深远。[95] 尤其因时局关系，西教士需要撤走之时，《圣经报》仍能以文字培育华人教牧同工，叫他们心得激励。[96] 而且书局也印刷福音挂图及书画，以作信徒传道之用。[97] 以后，文字工作也成为翟牧师惯用的宣教工具。[98] 另外，早期的宣道会武昌堂设有福音阅览室，吸引了不少大学生等有识之士，成为向他们传福音的踏脚石。[99] 
 
培训策略 —做就本土信徒
卡师母等宣教士来华不久便购置房屋作训练本地信徒之用。[100] 1899年，高乐弼医生在广西梧州创办了建道圣经书院（即今日在港的建道神学院)，这是宣道会在美国外第一间工场内的圣经学校。[101] 1902年，建道女院创立，成为当时广西省第一所西式女子学校。[102] 这时书院除教授圣经科外，也设有其它普通学科。[103] 1899年，高医生又成立武昌圣经学院。[104] 因应早期宣道会的资源问题，神学教育成为栽培本土初信者，训练传道助手的重要前线「练兵基地」。[105] 事实上，这些简单的圣经学院历年来造就了很多华人，也培育出不少布道员、售书员、传道人，甚至华人教会领袖。[106] 梁牧师指宣道会在华「大抵是最快开办神学院的差会」。[107]
 
虽然宣道会主要鼓励直接布道方式，但因应工场的实际情况，办学也是容许的。例如，华中区有不少的据点也以办学为舒缓仇洋的情绪，制造与未信家长和学生接触的机会。[108] 1927年，翟牧师等又发起了一个每年一次的省港培灵会，以造福华南教会大众。[109] 再加上《圣经报》的文字工作，令宣道会对华人的造就广泛渗透至不同的信徒阶层中。
 
移交策略 —帮助本地人接棒
宣信曾提出一个重要的宣教原则：差会和宣教士是负责传福音，但组织和管理教会是由当地人民和宣教士一同决定。[110] 当时不断开荒，资源有限的宣道会，也贯彻始终地在中国推行本色化和自冶、自养、自传的目标。[111] 1925年的反教运动风潮，迫使西教士暂时撤离。1927年，华牧们发表自立宣言，并组成广西宣道会华人联会。[112] 其后，各地华联会也相继成立。[113] 从此西教士便由「老板」地位，变为顾问角色，直到教会自立转交华会为止。而且，差会也作出研究和相应安排，以帮助华人教会达成自立的最终目标。[114] 当然，三自之策有其利弊。但是此策的确使差会能抽出资源，以便发展别的未得之地。[115] 而且，「三自」确保教会早日能有华人带领，减低信徒对差会和西教士经济上和牧养上的依赖，也为华人领袖塑造了将来主导在华宣道会的机会。
 
宣教移交策略 —教他们也作宣教士 
1929年，在翟牧师的竭力推动下，中国第一个海外宣教组织「中华国外布道团」正式成立。[116] 翟氏坚信这是华人的差传组织，必须由中国信徒为领导。因此，他愿意再三邀请王载牧师为主席，而自己退居副主席兼司库，扮演帮助者的角色。[117] 领受「天上异象」的翟氏，他力劝王牧师亲临南洋视察。[118] 翟氏也鼓励了多位华人领袖到南洋感受当地的福音需要。[119] 使这新事工也成为众华人同工的共同「异象」，而不只是他一人的心意。时次前往考察的经费，更多是翟牧师的私人积蓄和李保罗会长的奉献。[120] 以后，布道团经费主要由华人信徒所负担。对翟牧师来说，他不但要把中国教会的钥匙交付华人，他更要培养华人跟西教士一起在宣教的路上并驾齐驱。
 
其它策略
另外，从史料中我们还可找到其它策略，例如罗腓力牧师所言之「认同之策」和「差会合作」[121]、林安国牧师的「三刀之策」 [122]、「工场导向」和「祈祷」之策等。 [123]
 
5. 小结及检讨
总括来说，早期宣道会在华贯彻了创会时的精神。策略主要以开荒和寻找未得之民为导向。[124] 而且，宣道会也着重对本土信徒的栽培。实行对教会内外兼顾的方法，使教会早日自立，信徒健壮。另外，西方同工也愿意华人早日成为世界宣教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而不单单为受惠者。
 
中国是宣道会成立不久时开发的宣教工场。[125] 因此，在人力物力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祈望他们的宣教策略非常完备。[126] 再者，宣道会以不断开荒为使命，每每工作有所收成时便把人力物力转投到更有福音需要之地，把成果转托他人。而且，往往在不熟识的陌生地，遇到不明理的中国人仇视地对待。[127] 在这艰难的日子中，宣道会的确成功地在中国打开了一片天，开垦了当时一块一块福音的硬土。
 
5.       真理回应
耶稣的心意、保罗的心志
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 二十四14），所以宣道会奋力准备迎接这位再来的君王。这份对基督再来的盼望，的确令早期宣道会在华人宣教工作上比一般差会积极进取。而且，他们也同时抱着「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林后 十16）的「保罗心志」。因此，宣道会常强调与其它差会互相合作，而不是「同行如敌」。他们明白主耶稣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三9）。为此，宣道会愿意不吝一切进入未得之地，促使每一个中国人也有听闻福音的机会。
 
同工关系的建立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信徒时，称他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 1:5）。刚成立不久的宣道会来到中国，也相信华人是可以和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因此，宣道会很早已力求培育本土信徒参与布道工作。这种从传福音信主到成为宣教同工的渐进式培训方法，其实保罗在他的宣教工场中早已采用，而且相当奏效。
 
6.       应用及反省 —「宣道」精神在21世纪之应用
生生不息的宣教策略 — 传讲与培育并重
笔者从宣道会在华早期的宣教事工中发现了一个秘诀，就是主基督升天前颁谕「传」与「教」的循环策略，叫信徒及教会有「生生不息」的果效。[128] 一小群的宣教士能作的不多。但是如果能动员已信主的当地人起来造就带领教会，甚至成为宣教士，事工便可藉以加增及延续。因此，宣教士在用心「传」之余，也不能忽略用心「教—栽种培育」之重要。
 
不自私的动机 — 差传工作纯正动机的再思
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讲求效率、果效，很多时候也忽视了委身和牺牲。可能用现代的眼光看，我们不能认同早期宣道会常浪费资源在没有理想果效的地方。但是宣道会众先贤在这份「开辟石头地」伟大宣教工程中，处处不为自己留下伟绩的纯正事奉态度，实在值得我们效法。而且，「石头地」的开发绝不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爱未得之民的心，为爱主耶稣显现。这种价值观是属天上的，而不是世界的人所能明白和接受的。
未完成的使命 —华人接棒继续开辟石头地
宣道会西教士已经为华人付出了代价，过去为我们打开了中国福音的门。现在，世界还有不少的地方或群体未闻耶稣爱的福音。在今个世代，我们这些受了恩惠的华人基督徒又如何回应世界未得之地的呼声呢﹖惟愿我们背起十字架，步「开辟石头地」的宣道心志，接过这宣教的棒，还我们欠众先贤来华宣教传福音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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